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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头发、花衬衫、牛仔裤、帆布鞋……不知底细的
人一定以为眼前这个 80后是个城市“潮人”。

他是小柏，与他的父亲老柏一样，都来自苏北农
村，在北京的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

小柏毫不隐晦：“穿得时髦些就是不想被人另眼看
待，我就应该是这座城市的一员。”

小柏的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全
国总工会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
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
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
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曾以《新生代务工者倒逼升
级》为题报道过新生代农民工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全
新课题。作为未来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
理变化、情感诉求又呈现出哪些特点？我们的社会管理者
是否做好了准备？《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再度展开调查。

打工父子兵

柏氏父子是土生土长的苏北人，柏在当地是个大
姓。“全村男女老少都是亲戚。”说起老家的生活，老柏
掩饰不住喜悦。

真正让老柏横下心放弃老家熟门熟院生活的正是
小柏的降生。上世纪 80年代，已经有两个儿子的老柏
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小柏。人口增多了，靠在地里“刨食”
已经远远入不敷出了，穷则思变。

老柏拎了个编织袋只身外出打工去了，这一去就
是将近 20年。这期间，两个儿子相继成年跟随父亲走
上务工路。2006年，小柏高中毕业没能成就大学梦想，
索性跟着老柏到北京做起了木工。

同样的打工生活，父子俩过得截然不同。
老柏喜欢传统，做出的家具横平竖直、中规中矩；

小柏多有创新，曲线条、不规则图形是他的强项。
老柏喜欢安静，工休的时候愿意找个没人的地方睡

上一觉；小柏爱凑热闹，休息日在足球场一呆就是一天。
老柏想家，干不动了回家养老是他最大的愿望；小

柏热爱城市生活，他说打工的经历是他过得最幸福的
生活。

柏氏父子对待打工态度的迥然相反并非孤例。
上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给出的新

生代农民工定义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 20世
纪 80年代以后，年龄在 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
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报告》同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外出农民

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
作用。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时代
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

渴望被认同

小柏对自己的本事从不缺乏信心。“我有技术，不
愁工作，想进大企业工作不是难事。”

但小柏承认，他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不安，“是那
种怕被人瞧不起的不安”。

刚来北京时，他总是梦见被查暂住证，“那种感觉
真不好，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
“这几年好多了，除了口音还能听出是外乡人外，

我觉得北京就是我的家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
社会认同更重要的了。”小柏说。

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
以上教育的比例，30 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 26%以上；
年龄在 21至 25岁之间的达到 31.1%，高出农民工总
体平均水平 7.6个百分点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
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 36.9%，高出传统农民工
14个百分点。

这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
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
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
提高。

专家指出，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
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
在农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
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
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
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
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小柏觉得，能真正在城市稳定生活下来，还有许多
“硬杠杠”等着他突破：“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
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
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的城市梦。”

如何因势利导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新挑战已上升为左右国
家意志的大问题。

2010年 1月 31日，国务院发布的 2010年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
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
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一个可喜的案例是，江苏省泰州市最近在全国率
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新生代农民创业就业工作的
意见》，从就业创业、税费减免、资金支持、社会保障等
诸多方面，出台 20项措施，为在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
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今后，泰州市 20多万新生代农
民工将逐步得到“有户籍、有社保、有医疗、有房住”及
其子女“有书读”等同城待遇。

此外，优秀新生代农民工还享受到同等的政治待
遇。通过推荐、选举，他们可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社区民意代表。也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各级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首席工人的称号等。

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也正是小柏时刻关
注的，“要是真能盼来解决我们这代人后顾之忧的那一
天，那可真好！”

2009年底，美国《时
代周刊》宣布，“中国工
人”当选为该杂志年度
人物。毫无疑问，超过 2
亿的农民工正是中国工
人群体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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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载见证：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与商“和”工
这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
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市

民身份；他们的户籍卡上清楚地标记
着“农民”，却有相当多的人从未摸过
锄头。

这个群体的名字叫做农民工。作为
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随着中国 GDP 几
何级的增长，农民工的数量也从最初
的成千上万增长到令人吃惊的 2.42
亿。

2009 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宣布，
“中国工人”当选为该杂志年度人物。
毫无疑问，超过 2 亿的农民工正是中
国工人群体的脊梁。

城市无法忘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
地而起的背后有多少农民工兄弟的汗
水；农村无法忘记，他们的孩子用外出
打工赚回的钱让贫瘠的小山村变身现
代化新农村；历史更无法忘记，没有几
代农民工的辛苦付出，怎会有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从“农民工”到“新城市人”

说起“农民工”的叫法还颇有一番
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内，农村富
余劳动力问题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
开放之初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了
一系列深入的改革。首先，农村进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农业生产
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加上国家出台
的激励机制，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提
高，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与
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从而创造了大量非农业的就业机
会。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转向了第二、第
三产业。

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民工进城的
政策也开始出现变化，由严格限制农
民进城到允许农民有条件的进城。
1980 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
以后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从某个角度
来说，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打开了一
个可行的缺口。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
筹资或带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于
是，这一年便成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
就业政策改革的标志。实行了 30年的
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就此开始松
动。此后，国务院几乎是每年必出新的
政策，促使劳苦的农村人民看到了物
质的希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改善了
农民外出就业的环境，从而使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增
长的时期。于是，每年有数十万、上百
万的农民工向城市挺进。在 1989 年，
我国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
“农民工”最初被称为“民工”，原

因很简单———他们是农民，从事的却
是工人的工作。

各城市当时制定了外来劳动力分
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农民工。农
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
求较高的房地产建筑工、城市清洁和
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
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

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
也正因如此，“民工”一度成为带有

歧视性色彩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
农民工的作用开始被正确认识，为农
民工“正名”的呼声日渐高企。
今年全国两会上，每次都提交 8个

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
团董事长严琦带来两份关于农民工的
提案，其中《关于停止使用“农民工”称
谓的建议》引来一阵争议。她认为“农
民工”概念模糊，随着农村医疗、住房
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
民工”必将成为历史。
而在一些城市，已明确停止使用

“农民工”的称谓，而改称“新城市人”。

从“低端制造”到“产业工人”

变化的何止是称谓。
调查显示，在餐馆等服务行业就业

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较 20 年前大幅降
低，在矿上、码头、工厂等领域的农民
工人数大幅提升。

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央企中也随处
可见农民工的身影。

按照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 2009 年
年底透露的情况，像中国建筑总公司，
一个员工背后至少是 9 个农民工。作
为我国最大农民用工企业，中国中铁
使用的农民工超过 180 万人。除了建
筑企业，包括钢铁、电力、电信等众多
央企的不同岗位上也有农民工活跃的
身影。

据了解，目前中央企业直接使用的
农民工和通过劳务派遣、分包等形式
使用的农民工已达到 680 多万人。

今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首次召开
中央企业农民工工作会议，总结中央
企业农民工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国
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会上表示，农民
工已经成为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中央企业的生
产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要求各央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
和企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整体推进
农民工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要全
面规范农民工用工管理，努力为农民
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切实维护
农民工合法权益。
“这些农民工不是一般的农民工，

他们一般都是有比较长的合同，而且
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通过几年的努
力，这些人的层次也提高了，原来就是
个泥瓦匠，现在都当了领班或者当了
队长。”李荣融曾表示。

不仅如此，农民工也与最初的“大
老粗”形象格格不入。

农民工目前已成为国有施工企业
的主力军，农民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
响工程质量的优劣，施工进度的快慢，
施工秩序的稳定。对农民工的管理除
了整体政策的引导，社会的关注，日常
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倾斜外，注重发挥
知识型农民工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

据了解，知识型农民工主要是指具
有一定专业技术才能和长期管理经验
的农民工，他们一部分直接来自于大
中专学校的青年民工，一部分是长期
自学成才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部分则
是长期从事工程管理的脱胎于“包工
头”性质的管理人员。

数据显示，知识型农民工在农民工
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8%左右，却具有非
常重要的导向作用，是农民工队伍的
核心群体。注重知识型农民工作用的
发挥，已经成为确保工程质量和社会
稳定的重要环节。

从“打零工”到“新劳动关系”

最近几年来，温州兴乐集团的农民
工逐渐对一种新鲜的薪酬制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工资拿多少，你有说
话权”。
据了解，兴乐集团从 2004 年就开

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今年已是
第 8 个年头。
为了搞好今年的工资协商工作，兴

乐集团从 3 月中旬就着手筹备相关事
宜,召开了 猿 次由企业党、政、工多方负
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集团党总支对
这次工资协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兴
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党总支书记虞
文品向与会的公司高层强调，本次工
资协商要动真格、见实效，决不做表面
文章。
为此，集团成立了工资集体协商领

导小组，党总支书记担任组长。党总支
会同工会，参照村委会选举经验，出台
了独具兴乐特色的《工资协商职工代
表选举办法》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开
通了工资协商专题网页。
兴乐集团的探索既是现代企业制

度对民企约束的结果，也是农民工群
体迫切需要建立新劳动关系尝试的一
个样本。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外出打工带
有浓郁的“老乡”特征———一般都是一
个包工头带着村子里的几十号甚至上
百号乡亲组成一个包工队，包工头既
是领队也是老板，活由包工头负责找，
工资也由包工头负责分配。
由于缺乏持续性，农民工经常处于

干几天歇几天的“打零工”状态，同时
由于缺少法律保障，经常出现包工头
卷款逃跑或恶意欠薪事件。
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

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用人单位与农
民工建立全新的劳动关系迫在眉睫。
以央企为例，由于多数农民工并不

属于央企的正式职工，能否做到同工
同酬、规范管理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
题。作为央企内使用农民工的“老大”，
中国中铁自 2005 年以来就推行农民工
与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管理、同生
活、同报酬的“五同”管理。在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中铁不仅充
分做到“不裁员、不减薪”，还新增了就
业岗位。

国资委在今年发布的《关于中央企
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
求，依法保障农民工稳定就业，要根据
实际需要，通过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或
劳务派遣协议等方式稳定农民工就
业，不得歧视和非法清退、裁减农民
工；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支付，
要建立健全劳动报酬支付监控制度，
适时开展本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
情况专项检查，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
务分包单位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确保农民工劳动报酬按时足额
发放。
“新一代农民工管理确实是政府接

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复旦大学城市
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腾五晓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腾五晓说，这就要求政府创新社会

管理，使其更加科学化、人性化。让“新
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
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
具体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们的
社保、医保、失业保险、住保和教育保
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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